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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高新产品研发的绩效，已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不断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团队认知交互记忆系统和共享心智模型协同的角度探讨如何提高新产品研发的绩效。通过对杭州53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团队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交互记忆系统对新产品研发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在共享心智模型下这种关系得到增强，同时发现团队内隐协调在交互记忆系统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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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NP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Business Community and Academi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NPD from the synergetic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Shared Mental Model. Through an empirical test of 53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Hangzhou, it is found tha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NPD,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strengthened under the context of Shared Mental Model, and the team implicit coordin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tea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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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新产品研发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方式[1]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然而新产品研发过程十分复杂，远超出个体成员的能力范围，为此，企业常采用团队的工作形式。进行新产品研发的团队,是一种知识密集型团队，由不同观点、视角、功能背景及专长知识及技能的团队成员构成[2],要发挥其优势, 需要对团队成员不同的专长知识及技能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那么如何有效协调与整合新产品研发团队内部分布在不同成员之间的专长知识及技能，发挥团队优势，最终提高新产品研发绩效？团队认知研究指出，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TMS）作为对来自不同领域成员专长知识进行编码、存储和检索的合作分工性社会认知系统，是协调相互依赖专长知识的有效机制[3-4]，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尤其是对于从事复杂、非常规和创新任务的知识密集型团队[5]。虽然也有学者从TMS角度研究新产品研发活动，并证实可以提高新产品研发绩效[5-8]，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团队认知的单一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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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TMS作为团队认知的两大构念之一，不是独立存在的，与另一构念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 SMM）共存于团队过程中，呈现对立协同的关系[9]。而且大量研究表明, TMS和SMM都是协调和优化团队专长知识，提高专长知识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10-12]，在提高团队绩效上，两者缺一不可[13-14]。由于两者作用机制不同，目前关于两者的研究大都建立在对这两个构念区分对立的基础上,从协同视角同时考虑两者共存于团队内部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Nandkeolyar[15],Guchait[16]与Ji[17]也只是探讨了TMS对SMM的积极影响，而SMM对TMS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文献则更少。但TMS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SMM的发展程度[17]，当团队成员拥有SMM时,有助于成员从团队目标角度理解专长知识结构,强化成员识别特定专长知识价值的能力，TMS更有效[18]。如果缺乏SMM，团队成员可能会过于关注自己专长知识的分布，割裂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导致专长知识不能得到有效共享，最终导致团队绩效的下降 [15]。因此本文将改变团队认知研究单一视角的做法,试图从协同角度对这团队认知的两个构念进行整合,考察在SMM情境下，TMS对新产品研发绩效的作用是否得到增强。这将有助于从多维度的团队知识表征去更好地理解团队过程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丰富当前对团队认知的研究。
本文还将从内隐协调来探讨TMS与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关系的过程机制。虽然近年来有研究对上述过程机制作了解释，如团队合作过程[20]、团队效能感[14]、团队主动性[21]、团队参与[15]、动态能力[22]、团队学习与知识分享[23]、战略柔性[24]、知识转移[4]等。但是,新产品研发是一项高度复杂和动态的工作, 涉及不同功能的过程，如设计、测试、制造和营销[25]和不同功能的参与者[26]，为了获得高水平的团队工作质量，团队成员需要通过有效协调来减少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协调是调整和整合团队成员的行动、知识和目标来完成共同任务的策略和行为模式[27]。根据协调机制的不同，团队协调分为外显协调和内隐协调两种类型[28]。与外显协调相比，内隐协调作为一种由认知驱动的动态协调方式更能促进团队绩效。通过探讨TMS影响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的过程机制，揭开TMS对团队绩效作用的“黑箱”，有助于推进对团队研发活动中团队过程的深入认知，提高研发绩效。
总之，本文基于信息加工理论，从团队认知协同视角出发，以团队内隐协调为中介变量，SMM为调节变量，探讨TMS对新产品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为TMS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而且为新产品研发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
1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1.1交互记忆系统与新产品研发绩效
TMS是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的彼此依赖的,对不同知识领域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检索和运用的合作型分工系统[29-30]。该系统由专门化、可信性和协调性三个维度构成已达成共识[31]。一方面，基于专门化，处于该系统中的团队成员对任务进行认知上的分工，使各成员专攻不同知识领域并承担相应责任，从而获得远多于个人所单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信息[29]，推动团队内部专业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32-33]，而且可以为团队带来多样化的知识，增强团队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34]；一方面，基于可信性，团队成员之间更愿意分享彼此的专长知识，并通过减少失误提高对团队成员专长知识的预期，且在搜寻相应专长知识情况下，可以寻找到最为可靠的人[19]。Stewart和Fulmer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其他团队成员感知的准确性增加会导致团队绩效的提高[35]。另外，基于协调性，团队成员的专长知识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进而才能导致有效的团队绩效[36]。同时通过协调团队将获得更顺畅的工作流程，并减少团队内部冲突和降低各种负面影响，从而改进团队绩效[37]。从新产品研发需要多样化专长知识的角度，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1.2团队内隐协调的中介作用
在复杂和动态的环境中，协调是团队绩效的必要条件[38]。协调就是对任务、资源、人的有效管理，使达到“任务—资源—人员”的匹配[39]。根据协调机制的不同，团队协调分为外显协调和内隐协调两种类型[28]。内隐协调是在不通过沟通的情况下团队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和需要进行预期，并动态调整他们行为的过程[27]。当任务的不确定性高时，内隐协调方式对团队有效性贡献更大[40]。新产品研发活动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任务的不确定性高，因此内隐协调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TMS理论表明有效的知识信息交换需要团队成员知道“谁知道什么”，并信任所拥有的这些知识信息，同时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信息[41]。TMS通过了解“谁知道什么”可以对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进行预测，从而协调自己的行为，当团队成员能够预测到其他成员的行为和需要以及任务要求，并能相应动态地调整自身行为时，就实现了团队内隐协调[28]。Hus和Shih等指出TMS通过两种方式促进内隐协调：首先通过知道“谁知道什么”，了解其他成员的专长知识从而预测其行为，而且当了解得越清楚，预测就会越准；其次TMS根据对成员专长知识的了解，把任务要求的知识配置给到最合适的人，最终达到“任务--专长--人”的匹配[20]。而且过去的研究证实了拥有成熟TMS的团队能有效协调团队任务和成员之间的知识[42]。因为基于成熟的TMS,团队成员能增加对彼此的了解,专长知识判断也更加准确,这样团队会形成一种隐性结构,达到对信息的合理有效分配。因此TMS与团队内隐协调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于团队协调的研究表示内隐协调对于取得复杂任务条件下的团队绩效是很关键的。比如Marques-Quinteiro等在对警察机动队的研究中指出动态环境下，团队的内隐协调会促进适应性行为的产生从而提升团队绩效[43]。同时,成功的内隐协调能够丰富团队层面的动态知识结构，从而形成团队情境模式，它是团队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针对具体情境的共享心智模式[27],最终通过团队成员的一致认知行为提高团队绩效。内隐协调还可以促进团队内部的信息交流[28],而信息交流是产品创新的基础[44]。另外，张子源等人[45]以25 家企业的95 个跨职能团队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内隐协调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处于复杂、动态环境中的新产品研发团队，其团队成员之间的内隐协调可以积极影响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
基于TMS与团队内隐协调存在正相关关系, 团队内隐协调又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团队内隐协调在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1.3 SMM在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Cannon-bowers和Salas等人首次提出了共享心智模型：团队成员共同拥有的知识结构，它使得团队成员能对团队作业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从而协调各成员的行为以适应团队作业和其他团队成员的需求[32]。与TMS一同作为团队知识表征方式, SMM强调整合的功能,它表征团队共同的知识要素,反映的是普遍接受的知识部分,而TMS具有分化的功能,它建立在团队成员专有知识的基础上,表征团队中个体成员知识的差异性。因此，作为新产品研发团队在对知识信息处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TMS,以便对不同知识进行编码,还需要通过SMM将所需的知识集合在一起。
从理论研究角度，有学者发现SMM是整合团队知识资源的有效工具[42]，在团队成员拥有SMM时, TMS会更有效[18-19]。因为SMM有助于成员从团队目标角度理解知识结构,从而强化成员识别特定知识价值的能力。Geert和Bunderson指出团队认同水平不同条件下，专长多样化与团队绩效关系表现不同：团队认同水平高时专长多样化正向影响团队绩效，反之团队认同水平低时专长多样化负向影响团队绩效[46]。Faraj 和Sproull也观察到在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条件下,团队成员能够获得其他成员的支持及帮助，发挥专长知识多样化对团队绩效的积极影响[47]。从案例研究角度，Stasser和 Stewart在案情研究中指出，每个办案人员都有不同的相关线索，但是只有当所有办案人员都愿意提供所有相关线索才能更快找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48]。也就是说虽然团队成员拥有多样化的专长知识和信息，TMS水平很高，但是信息不能有效共享的话，也不能有效发挥其对团队绩效的积极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SMM在TMS对新产品研发绩效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1.4 SMM在TMS与团队内隐协调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Ginkel和Knippenberg指出团队成员可能由于不能交流相关信息或不能整合与任务解决的相关信息而导致分布式知识阻碍团队效能[49]。因此团队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的方式成为团队协调的重要特征[50-52]。岑杰指出团队成员专长的分布和成员的熟悉性均会影响团队协调的运作[53]。若成员之间相互熟悉，专长的分布性对团队内隐协调构建的影响更大。因为相互熟悉的成员对彼此的专长有更深入的了解[54]，这降低了专长分布的模糊性，有助于构建及更新成员与专长之间的联系。同时熟悉程度越高信任度就越高，对相互专长的可靠性评价会促进团队内隐协调。另外作为团队层次上的认知现象，良好的内隐协调就是始于团队成员对任务要求和其他成员专长认知的准确性和共享性[55]。如果这种共享的认知未达成，整个团队将难以协调，团队成员的不同技能和专长知识也就不能有效为团队新产品研发服务。因此在一个SMM发展良好的新产品研发团队中,团队成员能形成对未来任务进展的一致预期,预测其他成员的需求,并且共同解释所观察到的内容,从而内隐协调团队行动，当SMM水平低时,成员在复杂动态的情境下不能形成准确、一致的认知,不愿意在一起工作。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4:
H4:SMM在TMS对团队内隐协调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法,问卷数据来源于对杭州53家从事新产品研发的企业，主要涉及电子信息、软件开发、生物医药、节能减排技术开发等行业。问卷以研发团队为发放单位，共发放53个团队。正式调研开始前，邀请10个研发团队的领导进行了预调研，以了解量表的语意是否准确以及部分题项是否需要调整。正式问卷采用现场发放并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总共发放159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112 份，有效回收率为70.44%。团队规模平均为4.336人，其中女性占比为21.46%，男性占比为78.54%，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比例为57.31%，本科学历为36.53% ，专科学历为6.16%。
2.2研究变量测量
（1）TMS。TMS的测量采用Lewis[31]和张志学等[56]的研究成果。共计15 个题项。包括：我们团队中的每名成员都具有与项目有关的某方面信息；我了解其他成员所不了解关于项目的某一方面信息；我们的团队能够合作得很好等题项。

（2）SMM。SMM的测量是根据国内学者王黎萤开发的量表[57]，共计16个题项。包括：团队成员清楚团队目标和公司整体目标的关系；团队成员对于该做什么很少产生误解；愿意与成员自由地分享彼此的想法，感受和希望。

（3）团队内隐协调。团队内隐协调的测量采取开发的量表[58]，共计8个题项。包括：无需沟通的情况下可预测其他团队成员的行动；能主动分担团队工作等。

（4）新产品研发绩效。新产品研发绩效的测量采用Hsu和 Fang开发的量表[59]，共计12个题项。包括：这种新产品能达到收入预期；这种新产品有助于技术领先等。

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 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
根据表1各变量及整体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可以知道本研究中TMS量表的信度为0.822，SMM量表的信度为0.894，团队内隐协调量表的信度为0.810，新产品研发绩效量表的信度为0.868。因此本文中的量表信度比较高，都具有良好内部一致性。同时本文的整体问卷的信度达0.948，整体问卷的可靠性也比较高。
表1 各变量及整体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

	类别
	Cronbach's alpha系数
	项数

	整体问卷
	0.948
	51

	交互记忆系统
	0.822
	15

	共享心智模型
	0.894
	16

	团队内隐协调
	0.810
	8

	新产品研发绩效
	0.868
	12


另外采取spss17.0对本研究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内容效度分析，发现新产品研发绩效量表的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系数达0.854，因子分析中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率达到62.924%，TMS的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系数达0.797，因子分析中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率达到64.293%。SMM的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系数达0.831，因子分析中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率达到60.825%。团队内隐协调的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系数达0.699，因子分析中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率达到60.222%。可见本文中各量表的内容效度良好。
3.2 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正相关（ｒ＝0.621，ｐ＜0.01），可见团队中TMS水平越高，新产品团队研发绩效越高。TMS与内隐协调也呈正相关关系（ｒ＝0.570，ｐ＜0.01），即TMS水平的高低与团队内隐协调的水平高低正相关，TMS水平越高，团队越能通过内隐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团队内隐协调与新产品研发绩效正相关（ｒ＝0.597，ｐ＜0.01），即团队通过内隐协调方式能有效促进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的提高。
表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团队规模        4.336       0.993       1.000  

	2.工作年限        1.810       0.580       0.263      1.000

	3.TMS             58.477      7.288       0.101*     -0.058      1.000

	4.SMM             65.513      8.644       0.013      -0.075      0.786**      1.000

	5.内隐协调        31.000      4.871       -0.007     -0.032      0.570**      0.722**     1.000

	6.研发绩效        47.684      6.180       -0.155     -0.055      0.621**      0.717**     0.597**    1.000


注：**表示p<0.01(双尾)，*表示p<0.05 (双尾)， 下同
3.3 假设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来确定多个变量间的关系。
TMS对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的直接效应：首先以研发绩效为因变量，以控制变量（团队规模、工作年限）为自变量得到模型1，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交互记忆系统变量，得到模型2。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TMS对团队研发绩效的作用显著（B＝0.548，ｐ＜0.01）。因此，假设H1成立。
团队内隐协调在TMS对新产品研发团队绩效中的中介效应：根据模型7，我们可以得出TMS对团队内隐协调具有积极影响（B＝0.386，ｐ＜0.05），另外根据表3模型3，我们可以看出内隐协调对新产品研究绩效具有正向显著影响（B＝0.756，ｐ＜0.01）,再将自变量（TMS）、中介变量（团队内隐协调）和因变量（新产品研发绩效）融入到一个模型进行的回归，得到模型4，从表3模型4 中可以看出，团队内隐协调对新产品研发绩效影响比较显著（B＝0.433，ｐ＜0.01）,同时TMS对团队研发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B＝0.381，ｐ＜0.01），因此内隐协调在TMS与团队绩效之间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 得到证实。
SMM的调节效应：首先，验证SMM在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自变量（TMS）、因变量（新产品研发绩效）和交互项（TMS*SMM）的模型6，可以看到交互项(TMS*SMM)对新产品研发绩效影响显著（B＝0.310，ｐ＜0.01），可见SMM在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之间有起到调节作用。其次验证SMM在TMS与团队内隐协调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表3模型8我们可以看到交互项(TMS*SMM)对团队内隐协调（B＝0.404，ｐ＜0.01）同样影响显著, 可见SMM在TMS与团队内隐协调关系之间有起到调节作用。也即假设H3和假设H4成立。
表3 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新产品研发绩效                                     内隐协调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团队规模       -0.022      -0.087      -0.018      -0.007     -0.058      -0.048      -0.044      -0.113

	工作年限       -0.155      0.021       0.040       0.041      0.153       0.039       -0.143      0.168

	TMS                        0.548**                                    0.381**          0.167**            0.534**            0.386*             0.299**

	内隐协调                               0.756**      0.433**

	SMM                                                           0.406**            0.212**                                    0.357**

	TMS*SMM                                                                   0.310**                                    0.404**

	R2             0.024        0.434      0.379        0.512     0.557       0.567       0.327        0.523

	△R2                      0.006        0.418      0.362        0.494     0.540       0.547       0.309        0.505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经过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TMS对新产品研发绩效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类似新产品研发这样复杂性任务，通过TMS可以有效形成团队的专长知识网络，增加团队的整体知识储量，同时提高专长的搜寻效率，为解决团队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最终提高团队任务的成功率。
第二，团队内隐协调在TMS与新产品研发绩效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在新产品研发等类似复杂任务下，TMS专长知识的搜寻和利用可以通过内隐协调的方式（如预期）来达成。分布在TMS中的团队成员可以通过对其他成员专长知识的了解以及整体任务要求，从来形成对其他成员行为的预期，最终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达成成员行为之间的一致或默契，使团队成员的努力更多指向团队任务的完成。
第三，SMM在本文理论模型中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在SMM作用下能有效整合不同成员差异化的专长知识, 减少因差异化专长知识可能形成的认知冲突,同时能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专长知识共享,形成对团队任务的一致性认同,使得团队成员的努力能共同指向团队任务，因此SMM可以在TMS与团队研发绩效中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在SMM影响下，团队成员之间熟悉程度和信任度会得到提高，专长知识分布的模糊性自然降低，有助于对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作出更为准确的预期，并根据预期及团队任务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SMM也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内隐协调中起到调节作用。
4.2 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对企业实施新产品研发战略和提高新产品研发绩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企业要为新产品研发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提供条件和保障。经实证检验交互记忆系统在新产品研发活动中有利于团队绩效。那么企业在组建新产品研发团队时应考虑吸纳具有不同专长知识的成员，提供有利于成员之间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增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或熟悉度，使各自都清楚“谁知道什么”，并且创造机会增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使团队成员更愿意分享彼此的专长知识，减少在知识搜寻和协调利用过程中不信任造成的失误。
第二，重视对新产品研发团队的培训，形成团队的共同认知。由于新产品研发是知识密集型的活动，必须要有不同观点、视角、功能背景及知识专长和技能的团队成员参与，通过提供不同的信息集，形成团队专长目录，为团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多种方案。但是不同专长知识成员构建的团队也容易导致认知上的冲突，从而削弱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绩效的作用。因此要对新产品团队进行相应培训，使团队成员就团队任务的要素和要求形成共同认知，并对团队作业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达到团队成员之间行为上的协调一致，增强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
4.2 不足与展望

本文研究为TMS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首先问卷资料收集缺乏足够的样本数，问卷的填写多是团队成员填写，缺乏团队领导的有效评价，并且问卷的测量主要是团队成员的主观评价，缺乏有效客观的测量指标，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增加调研企业数量，扩大样本容量，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其次本研究基本忽略了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虽然在本研究中控制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对各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适当考虑控制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比如像工作年限一般会增加团队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更有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专长协调和相互行为上的默契配合。另外本研究有些变量的测量完全沿用国外测量题项，比如新产品研发绩效和SMM，是否适合中国语境还有待验证，因此今后应该要重视对问卷的设计，尤其是SMM和新产品研发绩效的量表，开发出适合中国情境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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